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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双音化是中古时期汉语发展中出现的特定现象，是汉语韵律的一个基本形式，也是汉语韵律句法
研究最重要的起点之一。通常认为双音化是个很简单的现象，即两个音节的连缀，是汉语词汇的主要形式。

笔者认为，汉语的双音化现象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从历时的、动态的观点来看，汉语的双音化效应至少表现

在两个重要层面：一个是在汉语层级体系构建中具有“枢纽”效应，另一个是在汉语词法构式成型中具有“整

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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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化是中古时期汉语发展中出现的特定现象，是汉语韵律的一个基本形式，也是汉语韵律句法研

究最重要的起点之一。通常认为双音化是个很简单的现象，即两个音节的连缀，是汉语词汇的主要形

式。因此在一般的现代汉语教材中谈到汉语词汇的特点，就强调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笔者认为词

汇形式以双音节为主，恐怕不单是汉语的特点，西方语言可能也一样，因为“成双成对”体现了人类认知

的普遍取向。历来科学研究的事实充分表明了一个道理：最简单的现象往往最值得说。《老子》说“图

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是这个意思。事实上，汉语的双音化现象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从历时的、

动态的观点来看，汉语的双音化效应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汉语层级体系构建中具有“枢纽”

效应，另一个是在汉语词法构式成型中具有“整合”效应。下面分别加以推导和论证。

一　 层级体系构建中的“枢纽”效应

吕叔湘早就指出，讲西方语言的语法，词和句子是主要的，语素、短语是次要的；讲汉语的语法，由于

历史的原因，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更突出。①这个表述的预设是，作为语言都有语素、词、短语、句子这些

层级单位，但不同语言中这些层级单位的相对重要性表现不一样。笔者认为这是吕叔湘立足汉语特点

对层级单位凸显性的解读，值得深入研究。如果把上述观点反过来提问，那就是：为什么汉语中“词”和

“句子”相对来说不太凸显呢？

１． 先说“词”这级单位。汉语学界历来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汉语中“词”的面目不清楚，尤其是双音
形式难以区分词和短语的界限，如：吃鱼、吃饭、吃素、吃醋、吃货、吃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一方面，就共时平面来考察，汉语双音形式内部不同质，从“粘合短语”到“复合词”呈现出一种非离

散性的连续统。王洪君的论文“从字和字组看词和短语”有效地揭示了这种状态。②虽然论文的出发点

还是从句法、语义的种种特征来分析汉语两字组内部的区别，但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有明显的突破：第一，

作者的研究不是举例性的，而是从各类结构中选择了几百个有代表性的两字组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的范

围比较全面；第二，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简单地列举句法、语义的某些特征作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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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意义的单字”，去发现“两字组”在句法、语义方面差异的典型特征，并进一步加以系统排序，形成

一系列两字复合短语规则，然后对所选取的“样本”进行层层甄别和分析，因此方法比较科学。根据这

样的操作程序和规则，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两字组从“成词性”的强弱来看，形成一个非离散

性的序列。一端都是一些松散形式，如“马跑”“拔草”“气病”“进出”“活鸡”等，多数人认为是“粘合短

语”形式；另一端都是一些凝固形式，如“霜降”“动员”“立正”“矛盾”“小鞋”等，是大家所公认的“词”；

而两端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过渡状态的形式，很难一刀切出词和短语的界限。笔者认为，看起来好像并

没有解决问题，其实不然，正因为作者采用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考察了比较全面的对象，所以得出的结论

比较可靠。这说明在汉语中双音形式从松散到凝固形成一个连续体，本无可供切分的痕迹，因此希望从

中一刀切出词和短语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从历时平面来考察，汉语双音化是复合词衍生和发展的主流来源。王力在论述汉语构词

法的发展时明确指出：“仂语凝固化”是汉语构词法中最主要的方式。①按照王力的说法，复合两字组原

先都是“短语”（粘合形式），后来逐渐凝固成“复合词”。董秀芳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

发展，以大量的实例考证了由短语凝固成复合词的历史事实（具体实例可参见该专著）。②当然，双音形

式凝固为复合词也有一定的条件，不需要也不可能全部固化为词，这无须赘述。

研究表明：在印欧语中“语素”（ｍｏｒｐｈｅｍｅ）不太稳定，只是构成“词”（ｗｏｒｄ）的元素；而基本单元是
ｗｏｒｄ，形式上由重音模式控制，句法上可附载形态作为语法手段。因此，在印欧语里 ｗｏｒｄ 的面目相对清
晰，书写时实行“分词连写”就是一个明证。汉语中的情况正好相反，ｗｏｒｄ的面目不清晰（见上文分解），
而相当于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的单元却相对清晰而稳定，这就是“有意义的单字”。单字是单音节，由声调控制，
具有辨义功能，因而具有音位学意义。汉语声调由音高特征构成，声学特征主要表现为音长及其相应的

音强，读得长而重声调就凸显，反之则弱，形成了汉语特有的“重音”，单字互相之间基于节律控制形成

“松紧型”的韵律格局。③同时，汉字有正方形字体，属于表意文字，是汉语社团的祖先创制的适应汉语特

点的书面记录符号。因此，汉语中的基本单元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单字”，书写时实行“分字连写”就

是出于这个理据。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那么在汉语中“单字”这级单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对

而言“词”这级单位不太凸显也就容易理解了。

２． 再说“句子”这级单位。赵元任早就指出，汉语的一个整句是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在日常
口语中，零句占优势，不限于主谓结构。而由零句组成整句，其中的主语和谓语的结构形式也是多种多

样的。④很显然，这是赵元任立足汉语特点得出的结论。

张斌指出，词、短语同句子的区别不在“量”的大小，而在于它们的性质不同。⑤句子是人们用来交流

思想的基本运用单位。一个句子不仅具有一定的结构成分和结构方式，还必须有特定的语调，因为有了

语调，才能使句子中词语所叙述的内容同现实发生特定联系。也就是说，词与短语之间是“构成”关系，

体现了“量”的大小；而词、短语与句子之间是“实现”关系，体现了“质”的差异。在正常情况下，一个词

或一个短语进入交际，带上特定语调及必要的语用成分，就可以成为句子。现在我们把句子结构称为

“句法结构”，把句子成分称为“句法成分”，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事实上，西方语言的句子通常由特定

形态控制的主谓短语构成，而汉语没有这样的限制，各类短语都可以“实现”为句子。因此，我们可以发

现，现在一般教科书上列举的汉语句型系统，其实就是短语结构类型的“翻版”。若事实确实如此，则在

汉语中“短语”这级单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对而言“句子”这级单位不太凸显也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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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来推导汉语双音化在层级体系构建中产生的“枢纽”效应。中古时期汉
语发展中出现了双音化趋势，两个单字构成了“复合两字组”，句法上属于“粘合短语”，并形成了一“紧”

一“松”两条发展路径，分道扬镳，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紧”的发展路径是语义“融合”。在“外松内紧”的双音韵律框架的作用下，“复合两字组”内部语

义逐渐融合，导致词化倾向，产生了大量的“复合词”，即王力所说的“仂语词汇化”过程。

“松”的发展路径是形式“扩展”。“复合两字组”通过各种手段将粘合性短语扩展为组合性短语，为

进一步实现为句子提供了结构模式。此类手段主要是三类：（１）单音形式替换为双音或多音形式，如：
买书→购买教科书；（２）添加虚词标示语法关系，如：购买教科书→购买的教科书；（３）基于递归性将简
单形式替换成复杂形式，如：购买的教科书→昨天购买的张教授编写的教科书和配套练习册。

因此，汉语双音化导致单字复合成粘合短语，通过一“紧”一“松”两条路径的发展，汉语层级系统构

建形成了如下的格局：

上图所示：汉语中“粘合短语”源于“单字”的双音化，是汉语层级系统构建的“枢纽”：一方面融合为“复

合词”，另一方面扩展为“组合短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层级系统中，每一个“节点”（单字、复合词、

粘合短语、组合短语）都可以通过语用驱动直接实现为“句子”。这就是具有汉语特点的层级系统。

二　 词法构式固化中的“整合”效应

２０世纪末，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 Ｇｉｌｌｅｓ ＆ Ｍａｒｋ Ｔｕｒｎｅｒ等学者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①“整合”强调“整体大于
部分之和”，是对长期以来科学研究中单纯注重“分析”的一种反思，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主流倾向，

概念整合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语言学研究中的体现。所谓概念整合（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指的是
对两个来自不同认知域的概念有选择地提取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复合概念结构的过程。概

念整合的基础是基于认知驱动的语义融合及其功能变异，依据参与整合成分的语义特征，并以句法表现

为佐证，可以清楚地看到复合字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②

事实表明，双音化绝不仅仅是两个音节的缀合，复合字组内部的整合产生的 １＋１＞２ 的效应，远远超
出我们的预料。沈家煊在考察汉语韵律时感叹：汉语双音和单音的区别要比名词和动词的区别重要得

多！③ 这不奇怪，因为“整合”是必然后果：两个化学原子聚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两个星球的引力

制衡，就会形成太空轨道；两个物种杂交，就会产生新的物种。人类社会一样，两个陌生人有缘聚在一

起，必定会形成各种关系，如同学、同事、邻居、朋友甚至对手、仇人，异性的还可能成为恋人、夫妻，这是

人际关系的整合。就像美国生物学家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贝塔朗菲）指出的，系统科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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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部分之和”中那些“多出来的东西”。①我们感兴趣的是，汉语双音化在词法构式固化的“整合”过程

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汉语的语义、句法产生了什么影响？笔者综合了学界的相关研

究，认为这种效应可以归纳为如下“六化”。

１． 泛化：语义抽象
语义抽象必然导致语义泛化，王灿龙在考察句法组合中单双音节选择的认知动因时解释说：单音名

词通常都可指称客观世界的某类事物，人们可以在词与事物之间直接建立一种语义关联，在人的认知世

界有一个具体可感的关于该事物的“意象”（ｉｍａｇｅ）与词相对应；而双音名词不是两个语素的简单相加，
它的语义也不是两个语素义之和，应该是对两个语素义的更高层次的抽象，获得了一种语素义所不具备

的抽象义。②单音动词表示的动作性都很强，动作义也都很具体，在人的认知世界有一个明晰的、有界的

关于某一动作的意象与表示该动作的动词相对应；而双音动词是两个语素的结合，无论其中的两个语素

或某一语素的动作性多强，整个词的语义只能是两个语素义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所得的语义就相对比较

抽象。他还通过双音词与单音词相比在句法功能上的弱化，证明了上述解释的有效性。笔者认为王灿

龙的解释是符合语言事实的，事实表明此类语义泛化现象在联合式双音词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例如：

名词：树木、船舶、书籍、文字

动词：种植、制造、购买、书写

值得关注的是，双音词语义泛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词语在认知范畴上形成了层级系统。Ｂ．
Ｂｅｒｌｉｎ等认知人类学家将通俗分类学（ｆｏｌｋ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与科学的生物分类学比较的结果显示，自然语言中
基本概念分类都聚焦在“属”（ｇｅｎｕｓ）这个层次上，被称为“基本层次范畴”（ｂａｓｉｃｌｅｖｅ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他们
认为范畴化的结果形成一个层级系统，单音词属于基本层级范畴，语义原型性强；联合式双音词往往属

于上位层次范畴，语义抽象而泛化。③值得探索的是，此类语义泛化现象对词语组配的制约性，吴为善指

导研究生张颂考察了动名述宾单双组配的选择性及其认知范畴层次的同一性原则。④例如上述双音词

实例与相应单音词的组配选择：

种树 ／种植树木　 种　 树木　 种植　 树
写字 ／书写文字　 写　 文字　 书写　 字

上面第 １例“种”和“树”都是单音词，属于基本层次范畴，语义实在，表示具体可感的动作和实体；“种
植”和“树木”都是联合式双音词，属于上位层次范畴，语义有所泛化，“种植”凸显行为义而“树木”表示

集合类范畴。因此，只要动名之间句法语义搭配的选择性没有问题，组配的合格度都很高；否则组配的

合格度就会有问题，如“种＋树木”、“种植＋树”。余例可以类推解读（具体论证可参见该论文）。
２． 转化：功能游移
参阅汉语史文献，凡讲古汉语语法都会提及“词类活用”现象，比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名词、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名词用如动词。之所以定性为“活用”是有道理的，因为古汉语以单音词为

主，而单音词的语义比较实在，导致句法功能比较稳定，虽能在一定条件下“活用”，但不易“转化”。随

着汉语双音化趋势的发展，单音词为主的格局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而双音词的语义泛化直接导致范

畴类之间的语义边界模糊，为功能转化提供了可能。在此过程中实词类突破了“活用”的界限，产生了

“兼类”现象，即从归类的角度看，有些词表现出两类或两类以上的语法功能。随着认知语法的兴起，学

界对兼类现象又有了新的解释。所谓兼类是指某些词处于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类范畴的交集区域，表现

为非典型的边缘化状态，属于功能转化现象。为此，张伯江在论述汉语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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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５７４页。
王灿龙：《句法组合中单双音节选择的认知解释》，《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张颂：《动名述宾组配的选择性及其认知解释》，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７年。



词类“功能游移”（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这一概念，并给出了词类从“活用”到“兼类”的演化轨迹。①

在笔者看来，相对于静态的“兼类”概念，这种动态的解释更有价值，这样的解释蕴含了一个前提：

实词类的句法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会由于某种动因的激发而产生转化。其实词类功能游移基于转喻

认知的驱动，从“活用”起步，是“复合两字组”内部整合的结果。吴为善曾对《现代汉语词典》（第 ５ 版）
中标明的复合名、动、形兼类的词目进行了考察，论证了复合名、动、形的功能转指及转喻的单向性优势，

给出了复合实词类范畴功能游移的单向循环模式②：

事实表明：部分主生性抽象名词基于实体与特征之间的转喻认知，通过区别词这个过渡类中介，转化为

性质形容词（如：科学、精神、规矩）；部分具有时间性的动态形容词，基于“以果溯因”的语用推理驱动，

通过不及物动词这个过渡类中介，由“使动”用法转化为及物动词，如繁荣；而动作动词在可指称化的动

因驱使下，基于行为动作与事件参与者的关联性，无须通过中介过渡，可直接转化为名词，如编辑。

而值得关注的是，复合名、动、形的这种功能转化，不但数量大，而且呈现为单向性趋势。按照《现

代汉语词典》的标注：名词转化为形容词的将近 ９０个，而形容词转化为名词的只有 １０个左右（两者之比
为 ９ ∶ １）；形容词转化为动词的有 ９０ 多个，而动词转化为形容词的只有极少几个，两者之比极为悬殊
（２０ ∶ １）；动词转化为名词的有 ６５０个左右，名词转指动词的只有 ２０ 多个，两者之比更为悬殊（３０ ∶ １）。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态势，动因在于认知上转喻的不对称决定转指的不对称，进而导致功能转化的单

向性（具体论证可参见该论文）。

３． 类化：虚化类聚
通常我们认为汉语构词方式以“复合”（词根与词根组合）为主，印欧语的构词方式以“派生”（词根

加词缀派生）为主。既然是为主，我们就不能否认主流方式之外还存在另一类方式，也就是说，印欧语

中也有“复合”构词方式，同样汉语中也有“派生”构词方式。因此传统汉语研究照搬西方语言学的概

念，将语素分为“词根”和“词缀”。实际上由于语法化相当不彻底，汉语中的所谓“词缀”与印欧语的

ａｆｆｉｘ有本质区别，董秀芳曾借鉴 Ｂｅａｒｄ的“词缀”分类系统，立足汉语事实，对汉语“词缀”与印欧语 ａｆｆｉｘ
的本质区别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阐释，很有说服力。③

在笔者看来，单字粘合会产生整合效应，但两个单字的语义变化不可能同步，会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我们所谓的“类化”指的是其中的某个语素由于语义泛化而趋向类聚，逐步形成了词汇学所谓的“词

模”，具有一定的能产性。因此，汉语中的语素类化现象看起来类似于“派生”，但把它看成是“复合”形

式的一种“变体”也许更合理、更准确。而且根据考察，汉语词法中语素类化明显不对称，前置语素类化

能产性极弱，语素类化主要发生在后置语素，这是汉语韵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前松后紧”规律所导

致的。④比如马庆株曾对汉语的词缀作过深入考察，他列举的所谓“真词缀”只有 ８ 个，而“真后缀”多达
５６个；他列举的所谓“类前缀”只有 ７个，而“类后缀”近 ３０个。⑤“类词缀”大多是当代产生的，还处在语
素义类化的过程中，但能产性极强，发展速度很快。

吕叔湘早就指出，汉语的构词法很难区分“复合”和“派生”。事实上在实际处理中，我们发现词缀

０１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中国语文》１９９４年第 ５期。
吴为善：《复合名、动、形的功能转指及转喻的单向性优势》，《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六），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３５页。
吴为善：《汉语结构的“前松后紧”规则和语法化的不对称现象》，《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五），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和词根的界限不易区别，词缀和类词缀的界限更是难以把握。①这就说明汉语复合两字组语素义的类

化，形成一个从实到虚的非离散性的连续统：

尚无类化→有所类化→ 明显类化
（＋类后缀）

→完全类化
（＋后缀）

“尚无类化”无须关注，“明显类化”与“完全类化”由于特征显著，早已引起学界关注并进行了较为充分

的研究（即所谓的“类词缀”与“词缀”）。笔者以为倒是“有所类化”这个阶段值得关注，因为由此产生

了很多能产性极强的“词模”形式。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 ５版）收入的词条中，双音“×人”有 １２０ 多
个，双音“×气”有近 ８０个，“×道”有 ５０多个，“×量”有近 ５０ 个。这个领域很值得研究，真正需要探索的
是汉语后置语素类化基于什么样的认知方式？表现出什么样的倾向性规律？

４． 弱化：重轻模式
汉语轻声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的词汇、语音层面，吴为善曾指导研究生全面调查和统计

了《现代汉语词典》（第 ５版）中单独立词目的轻声词，总数有 ３ ４３６ 条，绝对数量并不少。②事实表明，双
音词的韵律模式一旦变成了“重轻型”，证明这个两字组的语义高度整合，整体意义已经固化，成为典型

的复合词。这其中有很多颇有意思、值得探索的现象。比如同一个后置语素在某个两字组中重读（韵

律模式：中重），而在另一个两字组中却读轻声（韵律模式：重轻），这种韵律模式的轻重对立往往反映了

义项互补的关联性，蕴含了显著的理据性，并具有认知上的心理现实性。例如：

例如在词模构式“×水”中，“薪水、油水、泔水、下水”这些不指水或主要不指水的形式，大多是通过
隐喻或转喻方式构成，有专指义，“水”字轻读；但一般实指各类液体的形式，“水”字不轻读，如自然的

“水”（潮水、泉水、洪水、雨水），人体的“水”（汗水、口水、泪水、奶水），生产的“水”（钢水、胶水、墨水、香

水）。这体现了人们的认知方式，语义不指水或主要不指水的形式与“水”的本义无关或关系不大，无须

重读；而实指各类液体的形式体现了“水”的实在语义，不能轻读。

又如词模构式“×食”是对食品的一种分类，但可以有两种标准：一种是依据食品的种类，另一种是
依据食品的属性。前一种分类如“茶食、粮食、饭食、吃食、面食、蒸食、肉食”，“食”字轻读；而后一种分

类如“白食、冷食、零食、流食、软食、素食、甜食、主食”，“食”字不轻读。也许这反映了人们的认知方式：

食品种类熟视无睹，显而易见，无需太多关注；而食品属性内涵丰富，不易识别，需要特别说明。

５． 分化：胎生虚词
汉语所谓的虚词（即语法标记）绝大多数都是单音词，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实词虚化的后果。研

究表明，实词虚化需要特定的条件，包括自身的语义潜质和外在的组配环境。基于上文分解的“类化”

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在双音韵律框架中两个单字的字义变化会出现不平衡，如果其中某个语素（通常是

后置语素）的语义有所虚化，会逐渐成为类化附缀（见上文 ２．３解析）；但如果语义虚化质变为语法化，那
就会导致虚词产生。笔者之所以说是“胎生”，因为这是双音韵律框架“孕育”导致的后果，复合两字组

“融合”之中有“分化”，是汉语虚词产生的动因。③

据此笔者查阅了学界相关的汉语史研究文献，发现我们的推测是符合汉语发展事实的，不过学者们

都没有明确地从双音化的角度加以解释。其中只有石毓智（２００２）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考察汉语发
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时，明确指出汉语虚词的语法化同中古时期的双音化有直接关

联。比如汉语实现体标记“了”就是来自一个常作结果成分的普通动词“了”，它的原义表示“完成”、

“了结”。在 １０世纪之前，“了”用作结果成分时，不与动词 Ｖ直接发生关系。例如：
填色未了。（入唐求法巡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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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吕叔湘：《说“自由”和“黏着”》，《中国语文》１９６２年第 １期。
吴为善：《汉语“重轻型”韵律模式的变异功能及其系统价值》，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９２页。
吴为善：《双音化在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分化”作用》，《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三），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上例中动词“了”与“填”之间不仅有宾语“色”，还有副词“未”。唐五代以后允许宾语前置，就出现了

“Ｖ＋副＋了”的分布环境，《敦煌变文》中大量事实表明，如果其中的动词是单音节，副词就会前移。
例如：

ａ． 铺置才
獉
了。（下女词）→太子才

獉
问了。（双恩记）

ｂ． 抄录已
獉
了。（伍子胥）→锦帐已

獉
铺了。（燕子赋）

上面实例中，动词“铺置”、“抄录”为双音节，副词“才”、“已”插在中间；动词“问”、“铺”为单音节，副词

“才”、“已”前置。这样就产生“Ｖ了”的分布环境，为“了”逐渐虚化蜕变为实现体标记提供了外部环境。
石毓智、李讷（２００１）还明确指出：中古时期出现的双音化趋势导致汉语语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

但产生了唯补成分、体标记（了、着、过）等动词性语法范畴，还产生了量词系统、复数标记“们”、结构助

词“的”等名词性语法范畴。这些语法标记在韵律特征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１）它们都是单音节的；
（２）它们的语音形式都被弱化；（２）它们都必须依赖前面的重音词才能出现；（４）它们所构成的短语的韵
律特征都是“重音＋轻音”。（具体论证可参见该专著）

６． 强化：重叠量增
此类现象指的是单字“重叠”。普通语言学教科书中一般都将“重叠”定性为形态手段，这是值得质

疑的。其一，汉语属于非形态语言，怎么偏偏会有如此丰富的“重叠”形态？其二，“重叠”既然属于形态

手段，怎么只有语义量增效应，却没有相应的语法范畴（如性、数、格之类）？在笔者看来，汉语中的“重

叠”是双音韵律框架导致的词法构式，形式是 ＡＡ（重叠）及其延伸 ＡＡＢＢ（叠结），产生了语义“量增”效
应，是数量象似动因的产物，诚如戴浩一所下的定义：语言表达形式的重叠对应于概念领域的重复（参

见张敏 １９９７）。“量增”效应不是单一的表征，包括各类量范畴。例如：
大大
獉獉

的眼睛　 　 小小
獉獉

的嘴巴　 　 甜甜
獉獉

的笑容（情感的量增）

重重
獉獉

一击　 　 整整齐齐
獉獉獉獉

（程度的量增）　 　 家家
獉獉

富裕　 　 山山水水
獉獉獉獉

（数量的量增）

洗洗
獉獉

干净　 　 进进出出
獉獉獉獉

（动量的量增）　 　 年年
獉獉

有余　 　 时时刻刻
獉獉獉獉

（时量的量增）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话中“重轻型”的动词重叠形式 ＡＡ、ＡＢＡＢ（如：走走、试试、放松放松、考虑考
虑），表示动量小、时量短、尝试态，可用“Ｖ 一下”来替换。这是历时来源不同的形式，是“Ｖ 一 Ｖ”的变
体，不能混为一谈。①

此外汉语构词中还有一些叠音词，也具有相同理据，产生相同效应，并具有极强的摹状功能。例如：

依依
獉獉

不舍　 脉脉
獉獉

有情　 落落
獉獉

大方　 翩翩
獉獉

起舞　 栩栩
獉獉

如生

得意洋洋
獉獉

　 气势汹汹
獉獉

　 人才济济
獉獉

　 溪水淙淙
獉獉

　 流水潺潺
獉獉

结　 　 语

科学研究的历程证明，很多重大的科学成果都是从最简单的现象中发现的，因此我们感悟到：最简

单的最值得说。比如牛顿从苹果落下的现象发现了万有引力，阿基米德从洗澡时水溢出澡盆的现象悟

出了浮力定律。人类的语言体系也一样，汉语中古时期出现的双音化现象看似简单，其实对汉语的发

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即基于上述理念，立足汉语事实，在学界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历时

的、动态的观点来考察汉语的双音化效应。笔者认为这种效应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汉语层级

体系构建中具有“枢纽”效应，并揭示了一“紧”一“松”两条路径的发展轨迹；另一个是在汉语词法构式

成型中具有“整合”效应，并将这种效应归纳为“六化”。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并进

一步深入探索汉语双音化的实际效应及其必然后果。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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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为善：《汉语“重轻型”韵律模式的变异功能及其系统价值》，第 １０６页。


